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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大潮下的农村
真的衰落了吗？

宋迎昌

摘 要　 农村衰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作者以城市化为研究视角，
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和文献梳理， 认为农村的相对衰落是客观存在的， 并且具

有普遍性。 人口流失是农村衰落的主因，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村人口流失的

诱因， 农村衰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 对农村衰落要有科学理性认识，
要承认农村相对城市发展而出现衰落的事实。 农村衰落能够带来生态环境效

益， 农村衰落不会危及粮食安全， 对农村衰落带来的深远影响要有预判。 农业、
农村、 农民并不是 “三合一” 的利益共同体或者命运共同体， 农民是 “三农”
问题的核心。 面对城市化大潮下的农村衰落，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农民问题。 政

府应该帮扶农民， 并致力于培育经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新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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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所谓的农村衰落是相对于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城市和相对于改革开放前发展水

平虽低但人口繁荣的农村而言的。 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城市化大潮下农村衰落的现

象、 原因、 影响以及解决对策等问题开展了诸多研究。 例如， 金中天 （２００７） 认为，
农村衰落是世界性难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农村衰落的外部推力， 而忽视

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则是农村衰落的 “罪魁祸首”。 江涛 （２００７） 对赣南山区农村社

会结构进行剖析， 探寻其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 蒋天文和李彩云

（２０１２） 认为农村社会的衰落可以从农村频繁发生的单向人口流动、 生活方式的转变、
资源获取的不易、 社会关系网络复杂化和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集体行为等方面进行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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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李国珍和张应良 （２０１５） 基于重庆市 Ｇ 村的案例调查发现， 村庄衰落使土地耕

作更加粗放， 农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农业经营主体缺失， 村级基层组织去功能化，
村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乏力， 村庄投资发展环境劣化， 村庄步入恶性循环发展

轨道。 任鹏燕和靳雅楠 （２０１６） 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农村衰落问题， 指出农村衰落

过程中存在着农业传统化、 农村空心化、 农民经济收入低、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

足等问题， 并提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包括农业的发展、 教育与医疗的完善、 配套

设施的构建、 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等。 这些研究多数属于 “就农村论农村” 的 “孤
岛式” 研究， 并未从城市化战略视角对中国农村衰落趋势给出整体判断， 所提出的

对策措施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有鉴于此， 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包括： 我国农村衰落

的整体状况如何， 是全面衰落， 还是局部衰落？ 城市化大潮下农村衰落是必然规律，
还是政策偏差造成的？ 解决农村衰落的政策着力点是什么， 是鼓励农民回流， 还是帮

扶农民、 让农民市民化或者培育新型农民？

二、 中国农村衰落的基本状况

（一） 基本特征

农村衰落的基本特征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人口流失。 农村劳动

力持续外迁， 造成农村人口规模减少， 老龄化加重。 除了重要节假日， 农村只剩下老、
弱、 病、 残以及部分留守儿童。 二是土地荒芜。 青壮年流失， 从事农业生产的只剩下老

年人和儿童， 维持基本生存不需要多少土地， 土地撂荒现象比较普遍。 三是房屋空置。
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 许多农村住房长时间空置。 部分住房年久失修， 房屋坍塌现象日

益增多。 四是基础设施老化。 道路、 桥梁、 供水供电设施、 农田水利设施等年久失修， 部

分基础设施甚至破败。 五是教育、 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落后。 教师和学生流失现象明显，
部分校舍得不到有效维护； 全科医生缺乏， 诊疗技术和设施较为落后。 六是乡村治理能力

低下。 某些村干部公信力不足， 村委会不作为， 集体经济增长乏力， 社会福利水平较低。
（二） 现状考察

１􀆰 总体状况

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村一级统计数据， 笔者只能从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和 《中国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 等资料中摘取

有关数据， 并结合已有相关个案调查研究数据进行分析。
（１） 农村人口数量逐年减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农村常住人口数量逐年减少。 １０ 年间累计减少 １􀆰 ４２ 亿人，
减少幅度为 １９􀆰 ０５％ ， 平均每年减少 ０􀆰 １４ 亿人 （图 １）。

（２） 村庄数量不断减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行政村数量逐年减少。 １５ 年间累计减少 １８ 万个， 减少幅度

为 ２４􀆰 ４９％ ， 平均每年减少 １􀆰 ２０ 万个 （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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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变化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

图 ２　 中国行政村数量变化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３） 村庄平均人口规模下降明显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行政村平均人口规模稳步下降。 ９ 年间平均每个行政村减少

农村人口 ８５ 人， 平均减少幅度为 ７􀆰 ２５％ （图 ３）。 一般地说， 行政村的占地规模很难

缩小， 人口减少意味着人口密度降低， 空心化现象加重。
（４） 人口老龄化严重

农村青壮年流失， 农村老龄化比城市和全国平均水平更加严重。 图 ４ 显示， 农村

地区老龄化程度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高于城市， 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２０１１
年， 农村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 １９􀆰 ０３％ ，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５􀆰 ２９ 个百分点， 比城

市高 １０􀆰 ３２ 个百分点； 到 ２０１５ 年则分别扩大到 ７􀆰 ４１ 个百分点和 １３􀆰 ２１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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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行政村平均农村人口规模变化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

图 ４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情况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５） 耕地撂荒较为普遍

耕地撂荒缺乏宏观统计数据， 本文以其他学者的调查研究为依据。 王龙虎

（２０１４） 对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 １８ 个乡 （镇） 和有代表性的行政村采取全面统计、
入户调查、 座谈交流、 查阅资料等方式调查耕地撂荒情况， 发现撂荒耕地占比为

７􀆰 ８％ ， 主要是陡坡地和缓坡地。 杜文文等 （２０１５） 通过对山东省庆云县四个有代表

性的乡镇农村耕地撂荒问题进行调研得到的情况是： 尚堂镇耕地撂荒占比约 ２％ ， 常

家镇约 ３％ ， 严务乡约 ４􀆰 ５％ ， 中丁乡约 ６％ ， 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的比

较收益低、 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 耕作条件差等。 姚娟萍等 （２０１５） 对甘肃省武威

市、 天水市、 定西市和白银市的耕地撂荒情况进行调查， 发现存在撂荒的农户有 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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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 ８８􀆰 ５％ ， 撂荒的主要原因是农业比较收益低、 耕作条件差、
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等。 姜保国等 （２０１３） 通过对武陵山片区巴东县野三关镇、 恩

施市沐抚乡、 来凤县绿水镇、 龙山县苗儿滩镇、 麻阳县舒家村乡、 凤凰县都里乡、 铜

仁市万山区鱼塘乡、 松桃县长兴镇八个地区的走访调查， 发现该地区耕地撂荒占比在

３％ ～１８％之间。 其中， 因种粮效益低而撂荒的占撂荒耕地的 ２６􀆰 ９％ ； 因劳动力转移

而撂荒的占撂荒耕地的 ４３􀆰 ７％ ； 因农田基础设施条件差而撂荒的占撂荒耕地的

１８􀆰 １％ ； 其他原因撂荒的占撂荒耕地的 １１􀆰 ３％ 。 荣西武和鲍家伟 （２０１５） 对四川省

农业和劳务输出大市阆中市的 １７ 个乡镇进行了调查， 得到的情况是： 长年撂荒耕地

２􀆰 ２ 万亩， 约占耕地总量的 １１􀆰 ３％ ； 地理位置偏远的乡镇， 耕地撂荒占比为 ６０％ ～
７０％ ； 撂荒时间主要发生在 １９９８ 年村民大规模外出务工时； 撂荒主要原因是农业劳

动力缺乏、 种粮比较收益低、 农业生产条件差等。 许洪富 （２０１６） 的研究成果显示，
重庆市秀山县耕地撂荒比例在 １５％以上， 个别村甚至达到 ９０％以上。

以上调研显示， 耕地撂荒既有东部的山东省， 也有中部的山西省、 湖北省， 还有

西部的甘肃省、 重庆市、 四川省等， 说明耕地撂荒在我国农村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

象。 同时， 耕地撂荒也存在区域差异， 即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高于东部

地区、 偏远地区高于城郊地区。
（６） 教育医疗服务全面衰落

农村小学义务教育方面， 近年来农村小学数量呈现出缩减态势。 ２０００ 年平均每

个行政村拥有小学 ０􀆰 ６ 所， 至 ２０１４ 年下降到 ０􀆰 ２２ 所， 而平均每校小学生毕业人数波

动不大， 仅仅 ３ ～ ４ 人而已 （图 ５）， 农村小学数量减少的同时办学规模并未扩大， 表

明农村小学因生源不足而缩减合并是不得已而为之， 农村校舍已呈过剩态势。 一些学

者的调查研究成果显示农村义务教育正在陷入衰落， 主要表现是： ①教师流失。 温军

超 （２０１３） 选取河南省郑州市、 许昌市、 新乡市和驻马店市的 １６ 所乡镇学校作为样

本进行调查， 发现有 １７２ 名教师有调离农村学校的意愿， 占比为 ５５􀆰 ８％ ； 有 ６０ 名正

在酝酿调离， 占比为 １９􀆰 ５％ ； 仅有 ７６ 名表示愿意长期留在农村任教， 占比为

２４􀆰 ７％ 。 调离去向主要是县城、 市区、 民办学校乃至东南沿海地区。 马莉莉 （２００７）
选择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的城关镇和大桥乡进行调查， 发现从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０５ 年， 流

出这两个乡镇的教师共 １１８ 人， 流失率达 １１􀆰 ２％ ， 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主要

原因是农村教师收入偏低、 教师子女教育与发展环境不好、 一人多岗工作压力大等。
于兰兰和吴志华 （２０１１） 向辽宁省 ２ 个中等发达县的 ６ 所农村初中、 ４ 所农村小学发

放 ５００ 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 ４２２ 份， 结果显示已流失到城镇的教师有 ５７ 人， 占比

为 １３􀆰 ５％ ； 有 ３９ 人正在酝酿调离， 占比为 ８􀆰 ８％ ； 有 ２０８ 人表示有机会也愿意调离

农村， 占比为 ４９􀆰 ３％ ； 仅有 ４９ 人表示愿意长期留在农村任教， 占比仅为 １３􀆰 ４％ 。 ②
留守儿童教育和身心发育状况堪忧。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全国有

农村留守儿童 ６１０２􀆰 ５５ 万， 占农村儿童总数的 ３７􀆰 ７％ ， 占全国儿童总数的 ２１􀆰 ８８％ 。
邬志辉和李静美 （２０１５） 以浙江省、 山东省、 重庆市、 四川省、 江西省、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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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河南省、 山西省、 甘肃省 １０ 省 （市） ９４４８ 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为

样本， 调 查 发 现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占 比 为 ３９􀆰 ６９％ ， 其 中 河 南 （ ５７􀆰 ８２％ ）、 山 西

（４４􀆰 ２５％ ）、 湖南 （４４􀆰 １１％ ）、 重庆 （４３􀆰 １７％ ） 和湖北 （４０􀆰 １６％ ） 均为重要的劳

务输出省 （市）。 其研究还发现， 留守儿童身体发育状况劣于非留守儿童。 季彩君

（２０１６） 的研究显示： 亲子分离影响留守儿童的监护质量， 留守经历影响留守儿童的

学习质量， 亲情缺失影响着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王春宁 （２０１６） 认为， 在人格发

展的关键时期， 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将导致农村留守儿童人格发展不健全。

图 ５　 中国农村小学教育发展情况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农村医疗卫生方面， 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全国层面的宏观数据显示， ２００５ 年每

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的城乡差是 ３􀆰 １３ 人， ２０１４ 年扩大到 ５􀆰 ９３ 人， 尽管同期农村增

加了 １􀆰 ０８ 人， 但城市增加了 ３􀆰 ８８ 人， 幅度更大 （图 ６）。 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显示

农村医疗卫生衰落状况令人担忧， 村医和农民都不满意。 陆卫群等 （２０１６） 对贵州

省五县 （市） ２０ 个村的卫生室和村医进行了实地调研， 发现目前山区村医老龄化现

象明显， 乡村医生学历低， 业务素质不高， 村医收入低， 社会认同感不足， 村卫生室

医疗设备陈旧缺乏， 卫生状况堪忧。 张宏等 （２０１５） 对北京市和山东省 ３０４ 所村卫

生服务机构和 ４０２ 名乡村医生进行调查， 研究结果显示， 即使是在中国东部经济较发

达地区， 乡村医生的整体薪酬水平和薪酬满意度均不高。 年轻一代不愿意从事乡村医

生职业。 很多病人选择到乡里、 县里就诊， 造成乡村医生的收入越来越低。 王青青等

（２０１６） 对山西省参合农民的调查发现， 农民对各级定点医疗机构满意度由高到低依

次为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县级医院、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实际上掩盖在农村教育医疗服务衰落背后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的规模效益问题。 据

田毅鹏 （２０１４） 的研究，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欧洲一些国家曾确定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人

口数量基准， 即一所小学需要的门槛人口大致在 ５０００ 人左右， 一个医生需要至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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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００ 人服务才能有规模效益， 一个由 ３ 个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可服务 ８０００ 人， 一个

化学药剂师需要的门槛人口约为 ４０００ 人。 可见， 农村人口不断流失导致教育、 医疗

等基本公共服务达不到规模需求是农村教育医疗服务日渐衰落的经济动因。
（７）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

自 ２００９ 年开展新农保试点以来， 我国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人数飞速发展。 据

程令国等 （２０１３） 的研究， ２００９ 年的参保人数是 ７２７７􀆰 ３ 万， 占农村总人口的

１０􀆰 ２１％ ； ２０１１ 年参保人数迅猛增长为 ３２ ６４３􀆰 ５ 万， 参保率飙升至 ４９􀆰 ７２％ 。 近年来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都没有给出农村居民

参加新农保的确切人数， 因此无法以宏观统计数据来评估 “在 ２０２０ 年前基本实现对

农村适龄居民新农保全覆盖， 实现农村居民都享有养老保险” 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
按照政策设计， 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 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构成。 个人缴费标

准目前设为每年 １００ 元、 ２００ 元、 ３００ 元、 ４００ 元、 ５００ 元 ５ 个档次， 地方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 参保人自主选择缴费档次， 多缴多得。 国家依据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 集体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

确定。 鼓励其他经济组织、 社会公益组织、 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政府对符合

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 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

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 对东部地区给予 ５０％的补助。 年满 １６ 周岁 （不
含在校学生）、 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 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

农保。 农民个人领取养老金数额的差异主要取决于缴费年限、 缴费档次和集体补助

等。 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 集体补助有保障， 农民参保积极性高， 农民养老保障程度

高； 而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集体补助基本无从谈起， 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 农民

养老保障程度低。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 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 子女赡养负担较轻， 农

民基本可以安度晚年； 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新农保只起到 “杯水车薪”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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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要想安度晚年， 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子女的赡养意愿和赡养能力。 而经济发达

的农村地区在中国只占极少数， 对绝大多数农村来说， 新农保更多地要依靠国家投

入， 其社会保障作用大打折扣。 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佐证笔者的观

点。 陈小京 （２０１２） 对湖北省 Ｃ 市推进新农保试点工作进行调查， 发放 ３００ 份问卷，
有效回收 ２６２ 份， 发现受访者中未参保比例为 １２􀆰 ４％ ， 主要原因是认为养老保障功

能有限， “领取养老金太少， 不够养老”。 据陈小京 （２０１２） 测算， 按照最低的 １００
元 ／年缴费档次， 缴费满 １５ 年， ６０ 岁可领取养老金 ６６􀆰 １ 元 ／月； 缴费满 ４２ 年， ６０ 岁

可领取养老金 ８９􀆰 ２ 元 ／月。 按照最高的 １０００ 元 ／年缴费档次， 缴费满 １５ 年， ６０ 岁可

领取养老金 １６６ 元 ／月； 缴费满 ４２ 年， ６０ 岁可领取养老金 ３９７􀆰 ３ 元 ／月。 在 “参保档

次” 问题上， 选择 １００ 元 ／年档次的最多， 占到 ６７􀆰 ９％ 。 不少农村居民认为， 按照目

前物价不断上涨的趋势， 现在即使选择最高的缴费标准， 未来也不一定能完全满足基

本的养老需求。 张小彦等 （２０１４） 对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凤翔镇的调查发现， ２０１２
年的新农保参保率是 ６１􀆰 ０３％ ； 进一步抽取 １００ 户调查， 发现 ８０％ 的参保人员选择

１００ 元 ／年的缴费档次， 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水平低。
在农村低保方面， 我国不仅存在低保线设置过低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 由于低

保人群甄别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国家的低保政策并没有完全精准惠及真正需要低保的

人群。 韩华为和徐月宾 （２０１４） 对江西、 安徽、 河南、 陕西和甘肃五省采取分层抽

样选取 ９１０７ 户农户进行调查， 发现低保的漏保率和错保率都非常高。 无论采用何种

贫困线， 都存在超过 ７０％ 的贫困农户无法获得低保救助。 与此同时， 则至少有

４３􀆰 ６％的实保农户为非贫困户。 何植民和熊小刚 （２０１５） 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 ２０ 个

县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认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的绩效总体上不够理想。 高

宏 （２０１５） 对陕西省石泉县某村庄调查， 发现农村低保标准低， 不足以维持其基本

生活水平； 低保覆盖面窄， 享受低保待遇的人数还不足贫困人群的 １０％ ； 村干部一

手操办低保评定， “人情保” “关系保” 现象较严重， 个别村干部随意克扣低保金；
农村低保政策公示不及时、 不到位。

正因为农村社会保障程度低， 农村老年人在老无所养、 老无所靠、 病无所医的情

况下选择自杀的现象较为突出。 刘燕舞 （２０１６） 对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常德市武

陵区，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 黄石市大冶市， 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 江苏省淮安市盱

眙县，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 ２４ 个村 １９８０ 年以来的农村老年人

自杀死亡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以下基本特征： ①自杀比例随年代越来越高。 在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 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人数占全人群自杀死亡数的比例仅为 １５％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上升至约 ４０％ ， 进入 ２０００ 年以来急剧升至接近 ８０％ 。 ②高龄者自杀比例高。
农村老年人自杀者中， 超过 ７０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该人群的比例高达 ６５􀆰 ６％ ， ６０ 岁

至 ６９ 岁区间段的自杀者仅占 ３４􀆰 ４％ 。 ③疾病缠身者自杀比例高。 在 ６０ 岁及以上的

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者中， 具有各种疾病的病痛者占比达到 ７８􀆰 ４３％ 。 导致农村老年

人自杀的直接原因是生存困难、 疾病缠身、 生气出气、 逃避责任、 减轻家庭负担、 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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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承担责任等。 深层次原因是村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弱化或缺失。 沈鑫

（２０１５） 认为， 农村自杀老人具备的基本特征是： 收入水平较低， 生活质量较差； 身

体健康状况较差， 抗风险能力较弱； 缺乏精神自养意识， 生活态度消极； 受教育水平

较低， 思想守旧传统。 农村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有： 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经济保

障水平低下； 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子女在生活照料中缺位日趋严重； 农村医疗负

担沉重， 医疗保障水平较低； 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单调， 空巢老人精神慰藉困难； 农村

养老法律制度保障不足， 国家政策法律不健全。
（８） 农村集体经济陷入衰落

计划经济时期， 集体经济曾经是农村经济的支柱。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

以后， 曾经保留了少量集体资产。 然而， 在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后， 农村集体资产被分

光卖光， 大多数农村的集体经济增长乏力。 特别是 ２００６ 年农业税全免， 三提五统取

消， 农民的负担达到历史上最小状态， 同时村级组织运转不够流畅， 村级福利也逐渐

减少。 梁昊 （２０１６） 对当前集体经济的困难状况给予的评价是： ①整体发展不平衡，
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全国大部分地区，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集体经济相当薄弱， 没有收

入来源， 许多村集体属于无资产、 无资源、 无企业、 无收入的 “四无村”。 以 ２０１２
年为例， 全国无经营收益的村占比 ５３％ （未考虑西藏）， 经营收益 ５ 万元以下的村占

比 ２６％ ， 两者合计占比 ７９％ 。 ②村集体负债较重， 不少村集体收不抵支。 ③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普遍较低， 集体经济管理不善。 ④ “空壳村” 现象较为普遍， 集体经济

发展缺乏支撑。 宁玙玮 （２０１６） 基于山西省运城市 １３ 个县 （市、 区） 的 ３１９６ 个行

政村的调查发现， 无集体经济收入的村 １２４４ 个， 占比 ３８􀆰 ９２％ ； １ 万元以下的村 ９３６
个， 占比 ２９􀆰 ２９％ ； ２０１４ 年农村集体资产总额 ５４􀆰 ６３ 亿元， 其中经营性资产仅为 ４􀆰 ７９
亿， 占比仅 ８􀆰 ８％ 。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困难， 直接限制了村容村貌改善、 农村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设

施投入， 不利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村民福利改善， 而这又进一步引致人口外流， 农

村进一步陷入衰落， 形成恶性循环， 不利于其自我建设、 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
２􀆰 区域差异

以上反映的是中国农村整体概貌， 实际上由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农村发展状

况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笔者根据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有关资料选取四组有代表

性的省份分析中国农村发展的区域差异： 第一组是以北京、 天津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大

都市； 第二组是以江苏省为代表的发达地区省份； 第三组是以广西、 宁夏为代表的欠

发达地区省份； 第四组是以重庆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大都市 （具体见图 ７ ～ ９）。
从图 ７ 可见， 就行政村数量变化而言， ４ 组 ６ 省份的行政村数量都在减少， 但减

少幅度不同。 第一组的情况是：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北京减少行政村 １６ 个， 减少幅度

０􀆰 ４０％ ， 平均每年减少 １􀆰 ７７ 个；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３ 年天津减少行政村 １２３ 个， 减少幅度

３􀆰 ２１％ ， 平均每年减少 １７􀆰 ５７ 个。 第二组的情况是：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减少行政村 ３４５７
个， 减少幅度 １９􀆰 ３３％ ， 平均每年减少 ３８４􀆰 １１ 个。 第三组的情况是：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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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中国典型省份行政村数量变化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图 ８　 中国典型省份行政村常住人口数量变化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广西减少行政村 ３６ 个， 减少幅度 ０􀆰 ２５％ ， 平均每年减少 ４ 个；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宁夏减

少行政村 ４６ 个， 减少幅度 １􀆰 ９９％ ， 平均每年减少 ７􀆰 ６７ 个。 第四组的情况是：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减少行政村 １７６１ 个， 减少幅度 １７􀆰 ６３％ ， 平均每年减少 １９５􀆰 ６７ 个。

总的来看， 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 行政村数量减少是普遍趋势， 但是

减少的幅度有差异： 发达地区大都市和欠发达地区减少幅度缓慢， 而发达地区省份和

欠发达地区大都市减少幅度大， 这可能与城市化进程有关， 发达地区大都市已经基本

完成城市化， 欠发达地区尚未开展大规模城市化建设， 乡村基本处于稳态； 而发达地

区省份和欠发达地区大都市正在加速推进城市化， 村庄合并改造正在成为潮流。
图 ８ 表示行政村常住人口数量变化情况， ４ 组 ６ 省份有明显差异： 第一组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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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中国典型省份平均每个行政村常住人口数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常住人口数量都在增加。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北京增加 ４０􀆰 ７０ 万，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天津增加

５􀆰 ３０ 万。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都在减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江苏减少 ９３０􀆰 ６０ 万， 同

期广西减少 ５２６􀆰 ００ 万， 重庆减少 ３２３􀆰 ７０ 万，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宁夏减少 ３０􀆰 ２０ 万。
图 ９ 表示平均每个行政村常住人口数量变化情况， ４ 组 ６ 省份也有明显差异： 第

一组平均每个行政村常住人口数量都在增加，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北京增加 １０６ 人，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３ 年天津增加 ３４ 人。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都在减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江苏减少

１５０ 人， 同期广西减少 ３６２ 人， 同期重庆减少 ６５ 人，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 年宁夏减少 ９２ 人。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 诸如北京和天津等发达地区大都市， 行政村数量减少缓慢，

行政村总的常住人口数量和平均每个行政村常住人口数量都在增加， 可以判定不存在

农村衰落现象。 实际上， 发达地区大都市已经完成以聚集为主的城市化， 进入城市反

哺农村的新阶段， 其农村已经经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洗礼， 与传统农村有显著区别，
严格说已经不属于本文研究的传统农村范畴； 而发达地区省份、 欠发达地区身份以及

欠发达地区大都市， 行政村数量、 行政村总的常住人口数量和平均每个行政村常住人

口数量都在减少， 可以判定存在农村衰落现象， 只不过衰落的程度略有差异。 这些地

区的农村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洗礼， 但能够像发达地区大都市那样经过转型存

活下来的农村可能并不多， 绝大多数农村将不可避免陷入衰落。
（三） 中国农村衰落的内在逻辑

从以上分析来看， 中国农村衰落表现出的基本特征是人口流失、 土地荒芜、 房屋

空置、 基础设施老化、 教育医疗服务落后、 集体经济困难、 社会保障水平低、 农村治

理能力低下等， 这些特征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 环环相扣， 使农村

逐步走向衰落。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但是解决不了农民的致富问

题。 为了获得更高的比较收益， 农民纷纷走出家园， 到城市寻求打工机会， 于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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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发生了分化， 那些年轻体壮、 有一技之长的农民率先离开农村， 个别有能力的人

举家外迁， 剩下那些老弱病残幼留在农村， 从而造成农村人口整体减少、 人口老化、
空心村出现和农村住宅空置。 农村青壮年流失， 使农村失去了农业生产发展和乡村建

设的主力军， 剩下的老弱病残幼创造财富能力有限， 只能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农业生

产， 力所不能及的土地则任其荒芜。 这类人群多数要靠家庭供养和政府帮扶， 是社会

保障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 但是由于政府扶贫资金有限， 扶贫精准度不足， 家庭经济

供养能力有限， 这类人群的养老、 看病、 就学成了难题。 农村人口流失， 还造成义务

教育儿童数量锐减， 校舍过剩， 教师过剩； 同时还造成看病人数减少， 村卫生机构闲

置， 村医收入减少。 农村人口流失还造成集体经济发展困难、 收入减少、 福利降低，
村委会治理乡村能力下降， 进一步降低了农村的凝聚力， 引致人口进一步外流， 这就

是中国农村衰落的内在逻辑。
学术界对农村衰落的原因大致有三种看法： 一是外部诱因， 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加

速， 引致人口单向流动， 造成农村衰落； 二是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城乡发展不同步、 不

平衡、 不平等； 三是政策偏差， 忽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
笔者基本赞同第一种看法。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发展阶

段， 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例外。 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城乡分化， 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

进文化的城市率先发展， 代表传统生产力和传统文化的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要素支

撑， 这是必然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 农村青壮年流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

结果， 农村因青壮年流失而陷入衰落，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具有普

遍性。 以上数据分析已经证实笔者的观点。 唯一的例外是诸如北京、 天津等发达地区

大都市， 似乎没有出现农村衰落的迹象。 但仔细分析， 北京、 天津的农村已经不是传

统的农村， 居住的人口也不是传统的农村人口， 很多是外来人口； 从事的职业也不是

传统的农业， 而是与城市高度融合的现代服务业、 现代制造业和都市农业， 或者说是

经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农村， 已经成为大都市经济社会体系和城乡居民点体系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与传统农村区别很大。 至于城乡二元体制， 它是我国现代化进程

中长久以来存在的顽疾， 起到了加速、 加重我国农村衰落的作用。 城乡发展不同步、
不平衡不能归因于城乡二元体制， 应该归因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至于忽视农业生产和

农村建设， 在我国似乎更不存在。 多年来中央 １ 号文件都是针对 “三农” 问题的，
各种扶持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层出不穷， 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开展， 但是

改变不了农村衰落的宿命。 笔者注意到， 国家和社会爱心人士援建的许多农村希望小

学因生源不足而成了摆设； “村村通” 在我国取得很大成就，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涉农

资金投入， 但是留不住农村人的心， 扭转不了农村青壮年流失的基本趋势， 各种投入

的效果大打折扣，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综上， 笔者认为， 人口流失是农村衰落的主因，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村人口流失

的诱因， 农村衰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 既然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不可逾

越的阶段， 那么农村衰落就不是偶然现象， 而是客观规律在发挥作用。
４１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三、 对中国农村衰落的理性思考

既然农村衰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么就没有必要为农村

衰落悲伤和自责， 而应该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待农村衰落问题。
（一） 敢于承认农村衰落事实

农村衰落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承认农村衰落， 继续不计成本地加大人力、 物力、
资金和技术投入， 企望激活农村活力， 实现 “起死回生” 的目的。 犹如 “奄奄一息”
的病人， 本已失去生还的可能，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终究无力回天， 最终人财两空。
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抢救” 农村甚至过度救助得不偿失。

其实， 农村衰落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全世界都存在。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

化进程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Ｄｙｏｓ， １９６７）， 只不过靠长期发展缓慢消化， 最终实现

城乡一体化发展。 发展中国家， 诸如拉美国家和印度等， 因为人口可以自由迁徙， 农

村衰落更多表现为世人关注的大城市贫民窟问题 （王英， ２０１２； 郑秉文， ２０１４）， 实

际上贫民窟的贫民多来自于破落的农村， 他们宁愿待在贫民窟， 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这是农民的理性选择。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北京曾经出现过诸如 “新疆村” “河南村”
“浙江村” 等类贫民窟， 虽然在政府强力清除下已经消失， 但是类贫民窟却以 “地下

室” “工棚” “群租房” “群租院” 和 “群租楼” 等形式继续存在。 其租客多来自农

村， 他们宁愿在城市过着并不体面的生活， 也不愿再回到农村， 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在

发挥作用。
因此， 没有必要把城乡二元制度视为农村衰落的 “罪魁祸首”。 即使没有城乡二

元制度， 农村也会衰落。 只不过城乡二元制度加速了农村衰落进程， 加重了农村衰落

程度。
（二） 要看到农村衰落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

农村衰落带来的不全是负面效应， 由此引起的生态环境改善是实实在在的正面效

应。 农村衰落， 人口流失， 从事农村生产活动的人数大大减少， 土地荒芜和耕地撂荒

给大自然带来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 农民主动弃耕， 政府不需要额外支出， 就实

现了退耕还林还草的目的。 特别是中西部山区和老少边穷地区， 本身就是大江大河的

发源地、 水源涵养地或者生态脆弱地， 农民主动弃耕， 恢复自然， 有利于水土保持和

水质改善， 从而再现秀美山川的景象。 农村衰落带来的生态环境改善具有长期性， 我

国将长期享受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
（三） 农村衰落不会危及粮食安全

农民主动弃耕， 藏粮于地， 并没有减少我国可耕地数量， 而是以另外一种战略储

备形式 （藏粮于地） 保障我国耕地生产潜力， 实现粮食安全目标。 更重要的是， 我

国可以借此机会卸下 “藏粮于库” 的巨额财政补贴负担。 另一方面， 我国已经度过

粮食短缺年代， 提高农产品质量是当前首要目标。 农民弃耕引致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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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对提高农产品质量有显著意义。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不能依靠传统农业， 不能比

拼播种面积。 农业生产现代化是粮食安全的根本保证。 农村衰落是传统农业衰落的写

照， 不会影响现代农业发展， 不会危及粮食安全。
（四） 对农村衰落带来的深远影响要有预判

农村衰落将给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方位的深远影响。 一是对空间发展战

略格局的影响。 遵循农村人口流动轨迹， 能够发现东部发达地区和大都市地区是农业

转移人口的主要吸纳地。 完成城市化以前， 农村人口将继续向东部发达地区和大都市

地区聚集， 中西部地区人口将进一步减少， 都市区和城市群将进一步发展， 这与我国

大力推进城市群发展战略是高度契合的， 这种空间发展格局是符合我国城市化规律

的， 国家政策要自觉与这种趋势相适应。 二是农村地区将出现大量 “鬼村” 甚至

“鬼镇”。 现在仅有老弱病残幼居住的村庄很可能面临消亡， 着眼于留住农民的新农

村和农村新社区建设很可能得不偿失。 农村房产将持续贬值， 多数将 “清零”。 各级

政府推行的新农村和农村新社区建设要慎之又慎， 要科学评估、 选对地方。 三是对基

层政权建设的影响。 农村衰落、 农村青壮年流失、 空心村的出现必然造成村庄的消

失， 尽管这一过程需要二三十年时间， 直至目前仍然坚守在农村的老弱病残过世后才

能最终完成。 许多没有人口聚集能力的乡镇也摆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对这种趋势要有

预见性。 未来， 基层政权的落脚点很可能是县城， 为此需要未雨绸缪， 提前做好规划

建设和制度建设安排。
（五） 对 “三农” 问题需要重新认识

当前社会上主流学术观点是将 “三农” 问题捆绑考虑， 认为农业、 农村、 农民

是相互关联的， 不可分割的， 应该予以同等重视， 统筹解决。 笔者不敢苟同这种观

点： 没有任何制度和政策强制农民只能祖祖辈辈做农民， 只能住在农村， 只能从事农

业生产。 忽视农民的自由选择权， 是对农民的最大歧视。 将 “三农” 问题统筹考虑

有 “拉郎配” 的嫌疑。 用农业和农村捆绑农民， 最终不利于农民问题的解决。
农业、 农村、 农民不是捆绑在一起的 “三胞胎”， 更不是同呼吸、 共命运的 “生

命共同体” 和 “责任共同体”。 将三者捆绑在一起不利于 “三农” 问题的解决。 应该

转换思维方式， 将 “三农” 问题分开考虑， 各找各的出路。 未来， 产生于传统农业

文明时代的多数村庄将会消失。 现代农业生产很可能与当代农民无关， 经过工业化和

城市化洗礼的新型农民， 有可能来自于城市， 也有可能是农民工二代甚至三代子女，
他们将是未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关注农业生产， 应该致力于培育新型农民， 而不是

把当代农民抓住不放。 农民问题才是 “三农” 问题的核心， 解决 “三农” 问题应该

聚焦于农民问题。
（六） 在制度安排上要帮扶农民

农民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 传统城乡二元制度起到了加速、 加重

农村衰落的作用。 面对城市化大潮下的农村衰落， 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农民问题， 不要

让农民成为现代化的弃儿， 不要把农民推向社会的对立面， 这应该是制度设计的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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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落脚点。 为此在制度安排上要勇敢地破除城乡二元制度， 帮扶农民： 一是给农民

平等的就业权。 在统一城乡户籍登记制度， 破除农民户籍身份歧视制度后， 要着力解

决农民的平等就业权问题。 废除带有歧视性质的 “农民工” 称谓， 农民、 市民同工

同酬。 二是给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支配权和处置权。 传统城乡二元体制下， 法律规定

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只能本村内流转， 不能上市交易， 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支配

权和处置权， 使农民祖祖辈辈积累的资源资产永只能沉淀在农村， 农民进城 “无资

可带”。 应该废除这种制度， 让土地和宅基地在更广阔的市场上流转起来。 三是给农

民平等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 基于传统城乡二元体制设计的城乡分割的教育制度、 医

疗制度、 养老保险制度、 社会救助制度等应该予以合并， 不分农民、 市民， 一律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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